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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养生术治理的社会动因、实践形态及其当代关照 

——以晚明士人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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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是中国养生发展的世俗时期，在士人群体的关涉下养生术实现了从仙释帝王之学向民众

应用之学的下移，并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治术性质的“古代样本”。研究认为，士人在晚明科举壅滞、疾病

政治衰落及其“行道于世”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以养生术为载体发展出“治己”与“治他”两条治理路径：

一是，注重精神修养、自我救护和优化生活方式的个人身心治理；二是，将养生术纳入生产医学新知、奉

亲孝养、公共卫生和地方教化等多维领域的社会治理。这些举措对推进新时代中国健康治理具有重要

启示：以“民惟邦本”的使命意识和“寓德于治”的道德精神，提升新时代健康治理的人文关怀；以“承继

传统”的文化自信，涵养中国健康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守正创新的探索精神，发挥中国养生术

“一体多用”的协同治理功能；以“地方精英”的次生治理作用，深化基层健康治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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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

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

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

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

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向中国传统文化

汲取治国理政经验，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重

要途径。养生术不仅是中国古代颐养身心、防治未

病和强身增寿的康养技艺，更是一门社会治理技术。

一方面，就古代“身国同治”的思想而言，治国的道

理或规律常寓于治身、修身之中。通过治身可以体

道，通晓“道意”后推而广之于治国治天下，则国家

与天下可太平无事［2］。另一方面，就新时代健康治

理的进程而言，“健康中国”战略从国家层面将关乎

全民身体素养提升、健康生活塑造的身心治理之道

系统地融入治国理政的整体架构之中，关切与提升

人民身心健康成为民族与国家昌盛的鲜明标识，亦

成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制度内容［3］，

个体身体的国家在场促使养生、保健和医疗成为参

与新时代健康治理的重要领域。因此，积极探索古

代养生术蕴含的治理价值、功能和路径成为新时期

中国社会治理和健康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邓铁涛［4］在中国养生的历史分期中曾论及，晚

明是中国养生发展的“世俗时期”，养生术实现了从

仙释帝王之学向民众应用之学的下移。具体表现为

养生术经由士人群体从个体生活范畴扩展至公共领

域，实现了从单纯的个体养护之术向具有社会属性

的治理技术的转变，同时在社会互动中展现出“健

康治理”和“觉民行道”的社会功能［5］。士人对晚明

养生知识的生产及其治理功能的发掘，促使养生术

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故而，

回顾晚明士人养生治理实践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

功经验，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养生治理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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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价值，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健康治理、健康

中国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同时为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

方案。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养生”概念的界定。研

究提及的“养生”范畴更侧重于“传统体育养生”，是

指遵循中国传统思想和生命发展规律的，以三调技

术（调心、调息、调姿）为方法，以保养生命、防治疾

患、增寿延年为旨归的身心健康管理技术和生活方

式。第二，“晚明”年代范畴的界定。为兼顾晚明养

生治理的历史连续性，以及部分士人养生治理思想

和实践成于晚明，兴于清初的复杂情况，基于“晚明

始于嘉靖末年，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终于崇祯”的

共识［6］，研究将“晚明”的年代范畴扩展至“明嘉靖

初期至清初期”。第三，“士人”范畴的界定。余英

时［7］认为，士人不仅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社会群

体，更是“志于道”“社会的良心”的承载者。在余

氏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与相关史料，研究

将“士人”进一步聚焦于隶属知识阶层的，对养生治

理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士大夫、一般士人、布衣之士

（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群体。

1　晚明养生术作为治理方式的社会动因

1.1　晚明士人因科举壅滞而转投他途，养生术生产

主体逐渐增加

一方面，晚明科举体制日渐壅滞。明朝政府为

了强化社会教育和思想控制，大兴学宫建设，且对

入学资格予以放宽，致使学子数量高速增长。与此

同时，引发了生员人数激增，乡试竞争日趋激烈，录

取率急剧下降，举人晋升空间缩小等一系列连锁反

应［8］。时至晚明，虽然国家尝试缓解科举压力，但大

量士人依然被拒之科举门外。另一方面，晚明科场

舞弊泛生。部分求学者为求早达，致使晚明科场风

气为之一变。考试舞弊、“通关节”等权力干预、权

力寻租与人情贿买比比皆是［9］，不公正与不公平现

象愈发明显。

由于晚明社会上升通道的障碍重重，众多晚明

学子的人生由“学而优则仕”向“角巾尊于冠冕”转

变，继而走上了生存的“他途”。具体表现为部分士

人弃儒就贾，“以文谋生”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普遍

选择。很多士人将前代的养生知识总结成册，以养

生专著和日常生活指南的形式进行刊刻和售卖，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养生书写经济的形成。另外，部分

士人弃儒就医，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传统观念

的影响下，“将儒而就医”成为晚明士人群体退而求

其次的人生优选。总之，部分因科举而被遗弃的士

人群体成为晚明养生知识与技术的生产、播化与应

用的重要主体。

1.2　晚明士人“行道于世”意识觉醒，为养生术的民

间下移提供了机遇与路径

明开国以降，宋儒“得君行道”的政治信念一直

支撑着士人群体对明廷的尽忠职守［10］，但明中后期

帝王们的昏聩不明与失范之举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政

治理想与事业抉择。例如，嘉靖年间，明世宗对道教

深信不疑，认为其不仅能为自身消灾解厄，更能为国

民带来福祉。因此，他倡导将朝政与宗教相结合，

将国家的诸多成就归功于对道教的尊崇与实践，甚

至将崇尚与资助道教视为检验官员忠诚度的“试金

石”。在这种风势下，士人纷纷将进献养生长寿之

术和撰写供奉之用的“青词”作为晋升途径。然而，

明世宗政务废弛、笃信神道这一极端行为亦引起了

朝臣的不满与进谏，特别是道士、方士参政问题，致

使君臣关系紧张，许多官员因批判道教或遭方士诋

毁而被罢免［11］，这些事件成为官员主动“乞休”的主

要原因之一。时至万历，伴随明神宗逐渐对政务失

去兴趣，官员参政积极性一度被挫败，君臣关系更加

僵持。在此背景下，“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思想

逐渐盛行。至晚明，君臣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君不

臣”的政治局势开始显现，众多士大夫从“乞休”进

一步演化为“挂冠”归乡。即便朝中为官者，也多处

于无所事事或游离于政治边缘的状态［12］。

无论是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拔机制，还是官僚体

系的运作模式都对士人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社

会异化导致了士人群体的政治观念从“得君行道”

到“行道于世”的异变。即不再将“皇权至上”作为

他们唯一的政治信仰，而将在庙堂之外追寻“平治

天下”的人生理想作为另一种可能。进而言之，士

人阶层基于对传统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义及其在社

会变迁中对自身价值和使命的重新思考，使他们将

“兼济天下”的重心从“人君”转移至“民众”，同时

在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觉民

行道”的儒学民间化伦理治理实践。晚明士人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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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性讲学，建立乡约制度和倡导人伦日用的

经世实学等方式，树立化民成俗的道德信念，使民众

自觉形成对教化之道的伦理认同［13］。而“觉民行道”

社会运动中贯穿的德治、礼治修身工夫与养生技术

密切相关，部分礼制规约内容涉及大量养心、调身和

调息的要求和方法，这为曾经作为“政治礼物”的养

生术的民间下移提供了机遇与路径。

1.3　晚明“疾病政治”衰落，养生术成为自我与他人

必要的健康策略

米歇尔·福柯［14］认为，“疾病政治”是国家政治

统治的一般性问题。具体表现为现代国家的权力运

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对领土、法律等系统的控制，还涉

及人口的生命和健康管理。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通

过健康运动、教育系统、性与生育规范等多种干预方

式来管理人口，影响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疾病

政治”所映射出的健康、人口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在

古代中国早已建立，换言之，古代统治者对个体生命

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自中唐至元朝，朝廷为民众施

送经方并出版相关书籍，寺庙担负起居养或治病的

社会职责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国家增进社会健康福

祉的政策在宋朝得以扩展，如为贫民老弱设立“居

养院”，建立无偿药品援助的“惠民药局”，同时在城

市中广设具有防疫功能的“安济坊”。至元代，国家

的健康政策运作更为稳健，不仅延续了“惠民药局”

的发展，推动了以“三皇庙”为标志的医学信仰的建

立，还在官僚体制中提升了医学官员的地位，进而在

制度层面展示出医学建设的重要性［15］。

与前代相比，晚明的统治者对医疗救助和医学

教育日渐淡漠，中下层民众很难从官方获得便捷与

经济的医疗援助。其一，明代中后叶，大多州县的惠

民药局名存实亡。一旦出现荒疫，只能凭藉地方官

员、乡贤与民众展开自救［16］。其二，地方医事制度

日渐衰落。一方面，嘉靖之后，负责培训与考核执业

医生的地方官设“医学”机构，“不知废于何时……

官不备员……学者皆无所统摄⋯⋯而疾疡之多于

世也”［15］。另一方面，由于晚明医官和医户待遇偏

低，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常有医户逃户现象，或

于造册时贿赂官员改籍［17］。由此可见，晚明医疗与

健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于晚明士

人而言，无论从个体健康还是社会责任出发，采用中

医学、养生学的理论和技术都是他们参与社会健康

治理的必要策略，是实现健康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的基本方案。正如余新忠［18］所言，虽然明代朝廷在

医疗政策上相对消极，但也为民间更具灵活性和实

效性的救疗开启了便利之门。

2　治己与治他：晚明士人养生治理的实践形态

晚明士人养生治理实践具体表现在治己与治他

两个方面。在治己方面，晚明政治的腐朽给士人带

来了巨大的社会创伤和有病难医的医疗困境，养生

术不仅成为疗愈其心理创伤的“良药”，同时成为其

身体“养、治、保、延”的重要手段，以及消解物欲，建

立健康生活秩序的方式。在治他方面，面对救世济

民理想与现实政治生态形成的巨大张力，士人看似

是无心政治，实则却从未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政

治追求，他们借由“觉民行道”思潮将政治动力注入

地方社会治理之中。其中，养生术成为晚明士人振

兴社稷、惠及民众、树立社会良好风尚的特色治理方

式之一。

2.1　治己之术：作为自我身心治理的养生术

2.1.1　作为疗愈社会创伤的养生术

一方面，晚明科举体制的腐朽阻碍了士人的晋

身之阶，导致举子们的科举心态异变，心理压力激

增。落第者往往是“心灰气阻，体倦神疲”“厉声大

闹、打损器具”［19］，更有甚者落得“皆以高才抑郁而

死”的悲凉结局［20］。另一方面，明廷君臣间的权力

冲突带给士人心灵巨大冲击。明末钱谦益将险恶

的政治生态及其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比喻为“寒宵噩

梦，缠绵淹抑，能使人精销虑耗”“雷震暴雨，错遌旁

迕，能使人心悸魄夺”［21］。总之，晚明时期乞休或挂

冠后难以纾解的士大夫不乏其人。更有学者认为，

这个群体往往带有悲剧色彩，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畸变倾向［22］。

长时间浸淫在这样心劳日拙与进退维谷的生活

中，士人必然要寻找合理的调节方式以安顿自我心

灵，因此他们将情志养生作为一种精神调节法和生

活策略。中医学理论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

为人之“七情”，如若这些情绪活动过于强烈、持久

或失调，易使人气血失和，五脏六腑气机紊动，降低

生活动力，进而七情致病。对此，晚明士人将“精神

内守”作为防治七情失调的重要方案，即通过静坐

法、松静法、意守法等自我调节的方式来澄心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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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真完神［23］。例如，部分晚明落榜者依照颜钧所创

的“六急六救”学说，以静坐、疏导等方式舒缓了因

科举落第而导致的“心头炎火”，使身心健康得以调

整［24］。再如，据明代医案记载，邝子元因在翰林院

做替补官员十余年，得不到正式任命的机会而积郁

成疾。一老僧分析其病因是“妄想”太多，只有摒弃

“妄念”才可治愈疾病。邝氏“静坐一月有余，心疾

不药而愈。”［25］

2.1.2　作为自我救治与保养的养生术

鉴于晚明官方医疗体系的不足，士人不得不另

外寻求健康维护与疾病治疗的途径。除却巫觋、草

泽医、僧侣以及慈善组织等民间资源之外，士人群

体更加倾向自我养护与救治。一方面，由于中药调

摄所固有的专业性及其复杂性，士人对于医药的诊

治存在戒备，所以有“善服药者不如善保养”［26］之导

向。曹珩《保生秘要》表明，“针灸有补泄之功，元门

运气有呼吸之法，其熊伸鸟经，能攻表里。……审

能行之，则大患皆可不药而愈。”［27］萧京有“饵善药

第二义”的立场，治病首要在于“必先闲却心身，忘

情思虑，恬静勿躁，语默雍容”［28］。因此，晚明士人

通过导引术、静坐调心等方法来救治与保养身体的

个案很多。据《推篷寤语》载，国朝道林蒋先生哕血

不止，但蒋氏拒绝医药，寻一静室，静坐凝神，调理身

体，忽有一日沉苛已溘然去体矣［29］。高攀龙曾有“夜

半腹痛，痛不可支”“得胸膈之疾”等症状，后经静坐

调息病皆自愈［30］。另一方面，由于晚明医疗资源的

匮乏，“未病先防”的理念业已深入人心，而其中关

要就是以养生为则。例如，王龙溪年少时患病，以调

息、静坐之法厚养后天，进而中晚年“至老不衰”［31］。

儒医徐春甫将自创的保健功法日常生活化，倡导世

人坚持锻炼，“凡人间无事有事，须日要一度”，可以

泄风，预防感冒［26］。此外，陈继儒、蒋学成、胡文焕

等人在自己“久病成医”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养护

与调摄的方法，并总结成册。这些养生专著为晚明

个体的“未病先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5］。

2.1.3　作为生活美学技术的养生术

由于晚明经济的繁荣发展，“物欲情累”的奢靡

生活风尚逐步蔓延，如何摆脱“物役”成为晚明士人

面临的重要议题。对此，士人探索出“人间清福”的

生活实践模式，倡导从外在物质追求转向内在审美

感知，构建了以适度感官满足和个体愉悦为目标的

生活美学，以此调和“心—物”的紧张关系［32］。

在晚明士人的生活美学实践中，“身体颐养与

调摄”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核心在于将身体养护、感

官体验与心灵追求、审美意识相结合，进而确立健康

有序的生活模式。例如，倡导遵循四时、二十四节气

变化的周期性养生行为，改善行、立、坐、卧等日常生

活习惯，以及体悟“自律自警”“变化气质”的身心修

养工夫，这些形式不仅弥合了传统观念中身体与心

灵之间的分离，而且标志着生活方式从物质到精神、

从欲望到审美模式的转变。因此，养生术在涵养晚

明士人精神素养和构建自我有序的生活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

2.2　治他之术：作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养生术

2.2.1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以医比相”认同中养

生术的治理实践

《能改斋漫录》中载有宋代名臣范仲淹“不为良

相，愿为良医”的典故［33］。范氏“以医比相”的原因

在于“相”与“医”都有着“济世利天下”的共同目

标［34］。相者辅佐君王，医治“国家身体”，进而普济

万民，造福天下。而不能为官为相的士人，可以通

过医术解除民众的疾痛，在底层传播“仁爱”之道，

以医学人道主义彰显儒家仁政诉求，间接地实现治

国、平天下之业。虽然良相与良医所处有高下，所施

有广狭，但都会指向善治社会、利泽群黎、弘扬仁爱

的目标。因此，于士人而言，“将儒而就医”成为其

退而求其次的人生优选。由此，医者救死扶伤、悬

壶济世的社会角色期待赋予了晚明士人参与社会

治理、调节生命政治和开发生命资源的必然性，“使

天下后世之人咸跻于仁寿之域”“寿千万人，寿千万

世”［35］成为士人群体的社会治理理想之一，中医学

理论与养生学技术的生产与创新则成为他们善治社

会的独特表达方式。

例如，李时珍、龚居中、龚廷贤、祝登元等医者在

“为相不得”“屡试不中”的社会境遇中，由仕入医，

不断繁荣与创新养生学理论与实践，为晚明社会提

供了更具合理性、综合性与实效性的养生理念和方

案。其一，李时珍及时纠正了时人久服水银、雄黄和

黄连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养生观”与“长生

观”。这些摄生长寿论说出自左慈、葛洪、陶弘景等

著名医家，业已弥漫中国社会近千年，历代君王和民

众对此深信不疑者不乏其人。李氏则据理驳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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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观念与方法为“谬谈”“使读者毋信其诳”，其

对神仙方术迷信思想的批判具有开化民智、科学引

导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36］。其二，晚明张景岳等医

者以内丹术的“先后天根本论”为理论基础，推动了

中医“命门”学说、心肾相交学说的完善与创新。不

仅繁荣了祖国医学的知识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内丹炼养术不具医理性与效验性的诟病。其

三，龚居中、祝登元等人继承并发展了“功药”疗法，

为晚明社会医疗提供了经济性与综合性的医疗方

案。一方面，静功可入药。祝登元在《心医集》中指

出，静功和中药治疗具有同样的效用，甚至在治疗

某些复杂疾病时，静功可能发挥更为独到的作用。

此外，祝氏还列举出了静功治疗“臌胀症”“反胃逆

食”“手足摇奇症”的三则典型医案，均证明了静功

具有良好的临床效用［37］。在晚明这个缺医少药的

时代，祝登元提供了一种医药之外兼具经济性的治

疗方案。另一方面，功药存在相继关系。龚居中提

出了“功药相继”疗疾法，即通过中药、方药配合修

习导引术，以增强治病疗效的综合性方案。例如，

龚氏以“仙传四十九方”为基础，将导引术、经方与

图示结合起来，呈现出立体的定向治疗方案。该方

案治疗病症多以内科为主，兼治部分重、急症，共计

四十余种［38］。

2.2.2　尊老安老：奉亲孝养中养生术的治理实践

鉴于中华民族的“孝”与“老老”之传统，以及宋

明以来普遍倡导的“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孝养

理念，晚明士人对孝亲安老、养生保健的经验格外

关注。

一方面，搜集与辑录养生知识成为晚明士人奉

养老人、树立孝德的一种方式。较为显著的是，士

人多以宋代陈直的老年康养指南《养老奉亲书》和

元代邹铉在《养老奉亲书》基础上增续的《寿亲养老

新书》为蓝本进行刊印、摘录与阐发。《寿亲养老新

书》系统梳理了老年人的康养经验，其中“食后将息

法”“太上玉轴六字气诀”两种调息法和“擦涌泉穴”

与“擦肾腧穴”两种自我按摩法多被摘录。《寿亲养

老新书》在万历时期被重刻，兵部左侍郎石茂华作

序言，并道明重刻原因：“《寿亲养老新书》原本多残

缺，有的部分甚至无法阅读，故而解学君请求重刻该

作。他感叹陆宣公在忠州经常亲自校对医书，造福

百姓的事迹，认为古人都怀有‘济人利物之心’，并

且不因这是小道之术而不去做。”［39］由上可知，解氏

请求重刻的根本目标是“济人利物”，而具体举措是

以《寿亲养老新书》为载体，帮助老年家庭获取更为

专业的养生知识与技术，进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

质。徐春甫编著的《老老余编》以敬老为宗旨，以孝

养贯穿全书，其在序言中更是道明了著书原因，“吾

医尤当洞烛摄养之方，以副人子之孝心”。该作多

处辑录了蓝本中的太上玉轴六字气诀、食后将息法

等专篇内容。龚廷贤《寿世保元》专设“老人门”，其

中也辑录了蓝本中的“衰老论”，同卷“补益门”中以

“呼出脏腑之毒，吸采天地之清”为原理的“呼吸静

功妙诀”，实为对蓝本“太上玉轴六字气诀”的摘录

与阐发［35］。

另一方面，创新了老年颐养的养生专论。最具

代表性的是张景岳提出的“中兴养生理论”。相对

诸多养生家只重视老年阶段的养生保健而言，张氏

根据生命规律预见性地提出的“中年修理，再振根

基”的观点，对老年人延寿和老年医学的发展具有

重要价值。张景岳［40］认为老年人若想颐养天年，中

年阶段的养生筑基非常重要，其核心思想为“元气

的求复”，根本路径在于“复元先天，养慎后天”。其

中，恢复先天元气的首务在于“养静”“培补元气，须

向虚静中求，如此元气自然生发，病不由生。”［41］在

后天挽回元气的过程中，张氏首倡“治形”。他认为

人形有内外之分，外形即躯体，内形即神气。应不以

情志伤其“内形”，毋使过劳伤其“外形”。总之，张

氏的求复、养静和治形思想具有前瞻性，对于防止早

衰，预防老年病以及老年阶段的高质量康养具有积

极意义。

2.2.3　保健与防疫：公共卫生中养生术的治理实践

一方面，晚明士人将传播养生知识视为践行

“王者之政”的行为。嘉靖晚期，衢州知府周臣因病

无法履职，他便从《三元延寿参赞书》《养生杂纂》

《便民图纂》等古籍中，精选出卫生保健、养生医药

等方面的知识，去繁就简，形成养育婴儿、饮食习惯、

日常起居、情绪管理、养老护理等章节，最终编成

《厚生训纂》［42］。同仁周潭石建议周臣将该作刊刻，

并示以衢州民众。周潭石［43］认为，“通过普及养生

之道，引导地方民众长寿安康，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作为。”这种将养生知识融入地方治理的实践，充分

体现了晚明士人的人文关怀和健康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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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晚明士人通过养生术抵御瘟疫，保障

百姓身心健康。嘉靖年间，福建莆仙倭患和瘟疫十

分严重，“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44］

面对官府对疫情的漠视与逃避，莆田士人林兆恩担

负起了防疫与救治的重任。林氏不仅命人阻断传

染源，还创新性地运用自创“九序心法”中的“艮背

法”引导感染者自主治疗。“艮背法”是“九序心法”

中的“第一序：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林氏认为，

“人得病皆源自心，心病则身病。其次在于气，气逆

则病，顺之则不病”，而行“艮背法”具有“神定而气

自顺，气顺则病自除矣”的效果［45］。就现代医学而

言，通过调节精神与心理来对抗疾疫的成效有可能

被夸大，但不可否认这种教人排除外念、入定入静的

方式对于缓解心理压力、调和气血具有一定的积极

效用。得益于林兆恩的努力，莆田地区疫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在此之后，林兆恩的“九序心法”在其所

创的“三一教”的推广和实践中，逐渐获得了民众广

泛的接纳和追随。正如谢肇淛评价：“（林兆恩）能以

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云者集，转相

传授，而吾郡信之者甚重。”［46］

2.2.4　养下庶人：地方教化中养生术的治理实践

“礼下庶人”是宋代儒家面对民间社会生活道

德失序问题而进行的“礼制下移”运动。儒家将宫

廷贵族和门阀士族的家规或礼制规范整合与改造

后，经由乡约、家训等载体转化为民间普遍性的道

德观念与日常行为准则。由此，实现了礼之规范的

普遍渗透和社会阶层间的礼制融合［47］。由于晚明

士人政治理想从“得君行道”到“行道于世”的转变，

以及“觉民行道”社会运动的兴起，“礼下庶人”得到

进一步弘扬与深化。其中，很多礼制规约的内容会

涉及调息、调心和调姿的要求和方法，由此可知养

生寓于养德修礼之中。实际上，“养德即养生”的传

统是对古代“德寿论”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结果。孔

子的“仁者寿”，孟子的“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中

医学的“德全不危”等诸论都在强调道德与寿夭、身

体的密切关系。就“德—寿”的关系而言，“修德”

具有“身心皆修”的实质内容，它跨越了纯粹的伦理

道德场域，形成了“道德修养—心理调节—身体健

康”一体化的“伦理—生理”结构，进而产生了以德

养命、以德控身等养生效应。由此，在“德—寿”关

系的基础上，可以推断在学礼修德的过程中，“养”

的理念寓于“德”之中，即便未被直接言明，但“养”

之效用也能够被受教者在修性工夫的体悟中所感

受［48］。伴随着“礼下庶人”对普通民众“礼”与“德”

的不断深化，晚明“养下庶人”的观念与功能也在一

定程度上被显现与播化开来。

第一，养生治理实践体现在晚明“劝善运动”

中。晚明时期生产、传播和阅读善书而形成的社会

潮流被称为“劝善运动”［49］。很多皇室成员和社会

士绅积极投身到劝善运动的推广中，为此捐款印

刷［50］。在此过程中，士人将尊重生命、养护身体乃

至生产养生知识作为重要的劝善实践形式［51］，摄生

观念的世俗化、平民化经由“劝善运动”得以流布。

例如，《文帝孝经》等善书倡导保养身心、爱惜生命

就是培养孝德。首先，《文帝孝经》提出了“所谓孝

子，欲体亲心，当先立身”的立场，这样便形成了修

习层面上的“亲身”与伦理意义上的“为孝”的融

通。其次，解释了“亲身”的原因，“爱子之身，胜于

己身，苦苦乳哺，望其萌芽，冀其成材，寸节肢体，日

渐栽培，何一非亲。”最后，提出了“守身”的三层次，

“凡有身者，所当守护，守真为上，守心次之，守形为

下。”［52］守真、守心、守形，三者共同构成了“守身”

的完整内涵。

第二，养生治理实践体现在晚明乡村的道德教

化中。“平民思想家”颜钧以《易经》“七日来复”

和孔子“一日克复”为思想渊薮，创编出“七日闭关

法”。颜氏的“七日闭关法”是一种从身心两方面用

力趋向静默的修行方式。具体是指在闭目、寡言、

调息、减食等生理控制的基础上收敛“已发”的世俗

之心，返观内照，最终实现内心清净无垢的状态［53］。

其中，他吸纳了许多佛教、道教的养生术式，如调息、

趺咖静坐、津液漱噀等。同时强调了修行“七日闭

关法”后有“三月陶陶，世虑濯濯，夜枕鼾睡，达旦方

醒，饮食加倍，精神复旧”［54］的养生功效。颜氏坚

信该法不仅具有“正心诚意”的练习成效，还蕴含着

“教化新民”的社会价值。故而，颜氏以此法为载体

积极推行乡村文明建设与教化活动，令人“改旧从

新”。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百姓日用为道”理念

的承继，颜氏创办了覆盖“三都”区域的地方性组织

“三都萃和会”，该组织吸纳了士、农、工、商在内的

各个社会阶层成员［55］。颜氏以此为契机推行“七日

闭关法”，其中的养生术式及其产生的康养疗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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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乡村教化活动而影响深远，成为很多“有志人豪”

的共同体验。

第三，养生治理实践寓于晚明童蒙养正的教化

中。晚明的“以礼化俗”运动不仅“礼下庶人”，而且

“礼下竖子”，启蒙教育尤其是儿童习礼成为各地社

学普遍性的教育活动［56］。晚明士人将动以养生、通

达血脉和固束筋骸等身体实践作为儿童习礼的教学

新目标，从而呈现出“礼养相须”的历史景观。具体

而言，儿童习礼虽然旨在引导儿童的礼仪精神日趋

内化与稳定，进而塑造理想的儿童行为模式，但在这

一系列习礼行动的同时，士人赋予了这些实践以强

健体躯、涵养血脉等新目标。正如王阳明及其后学

所倡导，儿童自然身体的修养应寓于习礼之中，“导

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

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57］。阳明先生

进一步明示了儿童习礼中强身健体的教学目标，提

供了摄养融入儿童身心治理的必要性。理想的童蒙

习礼教育应产生“礼”与“养”两种教学效果，从而达

到儿童身心兼修的全面成人目标。

3　晚明士人养生治理实践的当代关照

3.1　以“民惟邦本”的使命意识和“寓德于治”的道

德精神，提升新时代健康治理的人文关怀

新时代党与国家坚持健康优先发展，增进民生

福祉。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晚明士人即使在命运多舛的

境遇中，仍以中国民众生命与健康为起点，将养生技

术从“修己”之维不断扩展到“治他”的社会之维，彰

显出“宽民厚德”“重民保民”的社会关怀与民生思

想，为当代健康治理目标和治理精神提供了“活水

源头”与历史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晚明士人并非只将养生技术安

置在人群之中，而是将以德养生、礼养相须等传统思

想一并融入，贯穿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彰显了古

代养生治理中的德性精神。当下健康治理过程中

缺乏人文关怀与伦理教育的现象层出不穷，如医生

因“技术至上”而忽视患者作为一个身心“全人”的

情感、心理和社会需求，因过分依赖标准化治疗方案

而忽略患者的个体差异，因沟通不足而导致的医患

关系紧张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解决这些社会症结

可以汲取晚明士人“以医比相”的担当精神，“寓德

于治”“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与人本逻辑，将健康

治理立基于德行感召力之上，有效融入以“仁”为核

心的医德精神，发展以“全人医疗”为中心的医患模

式。这不仅可以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深化“惠及大众”的健康服务导向，而且能够完善中

国健康人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2　以“承继传统”的文化自信，涵养中国健康治理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晚明养生知识的生产大多源自士人对前代养

生知识与技术的整理、摘抄与编纂，这种“取古人之

迹”“承继传统”的做法表明晚明士人在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中，能够主动汲取历史智慧，运用历史价值

资源，实现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增益。

近代以来，西医东渐导致当代大众对“中医无

用”“中国传统文化无科学”的迷思尚未散去，对本

土医学、传统养生的效用疑信参半。但实践表明，中

国传统养生在新时代的健康诉求中被唤醒并被逐渐

推崇，从“蛰伏”到“回归”充分说明了中华传统“生

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时代价值。具体表现为，

新时代疾病谱由“传染病中心”向“慢病中心”转变，

医疗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转变，治疗方式由“治病中心”向“未病中心”转变。

这些变化表征着健康愈益与生活方式相关，治疗关

口前移、主动预防愈益明显。在这样的巨变下，以机

械还原论为理论根基、单一药物治疗为手段的西方

医学似乎已显露心余力绌、独木难支之迹象，而以未

病先防、身心兼修、筑基培元、整体调摄为特征的中

国养生逐渐成为新时代治疗慢病和预防未病的倡导

方案。因此，我们理应跟随晚明先贤的脚步，树立

“承继传统”的文化自信，汲取传统养生“旧邦维新”

的智慧与力量。进一步整理、阐释与活化传统养生

技术及其治理精华，呈现自身“作为方法”的特质，

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养生主体性技术与理论体系

的形成，为构建一个具有历史承接性、发展性、独特

性的中国健康治理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3.3　以守正创新的探索精神，发挥中国养生术“一

体多用”的协同治理功能

面对晚明医疗坍坯、地方健康治理不善等时代

症结，士人坚持养生术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行动法则与实践样本。

具体而言，他们以“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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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体用关系，以古代

养生的“保养身心、预防疾病、延年益寿”原则为体，

在养老奉亲、公共卫生、地方教化等不同领域中呈现

出“一养多用”的多维协同治理效果，从而使诸多本

在故纸堆中的养生技术焕发出“社会处方”的时代

价值与内在活力。

晚明士人“守正创新”“明体达用”的治理智慧

启示今人要在继承古代养生精粹的基础上，发挥养

生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实现不同维度和

领域的协同治理效用。即不仅要将中医养生嵌入健

康中国战略之中，还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

多维度去思考中国养生之所能，充分发掘、延展与创

新其功能价值。回顾近年来八段锦的“走红”历程

可见，它既可以是中医外治与康复技术，又可以作为

国家体育总局助力乡村振兴与健康脱贫的重要方

式；既可以是央视春晚引领古法健身的“时尚风向

标”，又可作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凯旋门前中

外体育文化交流的亮丽风景。这些现象昭示着在当

代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养生术不仅联结

着自然与人身，还交织着医疗技术、权力网络、国家

形象等诸多层面。故而，以守正创新的探索精神，发

挥“一体多用”的协同治理功能理应成为养生术未

来的发展路向。

3.4　以“地方精英”的次生治理作用，深化基层健康

治理发展

晚明士人将作为生命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养生术

延展为社会治理术［58］，并以“兼济天下”“外以成人”

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养下庶人”的实践行动，为国

家—地方、皇权—庶民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贡献着

力量。具体而言，士人传统提供了“次生治理”的复

合治理模式，其主要作用在于治理主体扎根于基层

民众的同时，传达了国家意志与治理策略，有效实现

了国家与地方的联动［59］。于当代社会而言，“士”之

现代内涵更多投射于主动参与基层治理、承担公共

责任的社会角色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地方精英可以

作为“士”之社会意义的延续，如“新乡贤”“乡村能

人”“社区精英”等。诸多研究表明，地方精英在救

济公益、司法仲裁、文化传播、公共工程、地方文教等

社会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0-61］，成为了国家政

权与地方社会的枢纽，确保了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和

持续性［62］。

基层健康治理作为国家卫生健康体系的“最后

一公里”，是实现全民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多元治理

主体共同介入，以此构建基层健康服务共同体，巩固

基层健康治理根基［63］。其中，地方精英是提升基层

健康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以新乡贤为例，新乡贤

是指深嵌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拥有先进思想、

知识和技能，致力于凭借自我才智和力量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的优秀人力资源［64］。在基层健康治理促

进中，新乡贤的功能与作用尤为重要。其一，作为新

知识和新理念的发扬者，该群体可将中国养生作为

科普项目，引领乡民在体验本土身体技术与文化的

过程中理解治未病、大健康、健康管理等概念与政策

方针，进一步革新固有的健康与医疗观念，重塑乡村

健康自治模式，进而丰富健康中国战略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经验。其二，作为乡土经济的建设者和引领

者，可将康养作为旅游主题，深度联动田园、养老、健

身休闲等相关产业，形成“田园+养生+旅游”跨界

融合模式，进而推动乡村由封闭型向外向型转变，带

动乡民盈利增收，实现康养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新

格局。其三，作为乡土文化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可将

中国养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作为乡贤治村的文明因

子，讲好乡村康养故事，倡导文明乡风，为构建和美

乡村文化创造有利条件。

4　结语

面对晚明政治腐朽，“疾病政治”式微，士人群

体虽摒弃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信念，但同时也孕育

出了“兼济天下”的新探索。在“有病难医”和“壮

志难酬”的困境下，士人依托养生术分别构建起“自

我治理”与“治理他人”的双重治理策略，将养生技

术创造性地延展为关涉多维领域的社会治理术。历

史经验表明，第一，养生术不只是增进或维持肉体健

康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构建［65］，一种在不同

的社会环境下对不同社会理想乃至生命价值的追求

的隐喻。第二，今人必须深切关注中华文明千百年

来治理探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尊重并理解中华民

族的治理传统及其所形成的文化遗产。此外，在致

力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国家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语境中，深刻总结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的优良治

理经验，为中国“生生之政”的纵深发展提供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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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人文关怀。第

三，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可以获得的不仅是历史

经验的应用性转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向西看”至

“向中看”、“向前看”至“向后看”的视野转换［66］，在

更高的层次上省思现实的存在和前进的方向，既要

低头拉犁，又要抬头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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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tivations，Practical Forms，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Ancient 
Health Preservation Governance 

——Focusing on Scholars of Late Ming Dynasty

LI Wenbo1，LIU Hong2，DAI Guob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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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ate Ming Dynasty represented a secular era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ealthcare，during which the focus，
facilitated by the engagement of literati，shifted from esoteric studies associated with immortals and emperors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ce，becoming an “ancient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posits that 
scholars in this period，within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by stagnant imperial examinations，declining health 
governance，and an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towards “practicing morality in society，” developed two distinct governance 
pathways through healthcare practices：one emphasizes personal self-cultivation，self-preservation，and lifestyle optimization 
for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the other integrates healthcare practices into emerging knowledge domains such 
as production medicine，filial piety，public health initiatives，and local education efforts，all as aspects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advancing health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enhancing humanistic 
care within modern health governance through a mission-driven ethos recognizing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longside a moral spirit that intertwines ethics with governance； fostering cultural confidence to cultivate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health governance rooted in tradition；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to 
harness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care practices； and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health 
governance through leveraging local elites’ auxiliary roles.
Key words：cultural confidence； Late Ming Dynasty； healthcare practices； health governance；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synergistic governance


